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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水平、負面情緒與新冠虛假信息的	
第三人效果：一項來自新加坡的研究

張曉、魏然、邱林川

摘要

新冠疫情伴隨虛假信息的廣泛傳播，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挑

戰。從第三人效果假設出發，本研究探討新冠虛假信息接觸所產生的

對自己／他人影響的認知，以及該認知如何預測反疫苗態度與對抗虛假

信息之行動。研究通過分層隨機抽樣訪問了1,025位新加坡市民，結果

顯示個人對新冠虛假信息的接觸能夠通過知識水平，進而通過負面情

緒影響疫情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同

時，「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顯著預測反疫苗態度和對抗虛假信息之

行動；「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顯著預測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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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拓展了第三人效果研究文獻並增進對新冠虛假信息所產生的媒介

效果以及相關機制的理解。

關鍵詞：新冠虛假信息、風險認知、第三人效果、反疫苗態度、對抗

虛假信息之行動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Knowledge, Negative Emotion and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of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 Study in Singapore

Grace Xiao ZHANG, Ran WEI, Jack Linchuan QIU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ccompanied by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mis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the 

glob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how exposure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ffects individuals’ 

perceived influence on their selves versus that on others, and the effect of such 

perceived influence on anti-vaccine attitudes and actions against misinformation. 

The study interviewed 1,025 Singaporeans through an online survey, an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Covid-19 misinformation exposure could affect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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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influence on their self and on others through knowledge and negative 

emotions. Perceived influence on the self was also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both anti-vaccine attitudes and actions to counter misinformation, 

while perceived influence on others only significantly predicts actions against 

misinformation. These findings enrich the literature on third-person effect an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broad media effects and related mechanisms of 

responses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Keywords: Covid-19 misinformation, risk perception, third-person effect, anti-

vaccine attitudes, actions against mi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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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Kucharski（2016）在其發表於Nature的文章中提及，「虛假信息」

（misinformation）藉由社交網絡的分享與傳染病的傳播及演進存在諸多

相似之處：二者皆由社會交往所塑造。在傳播科技令社會交往日漸便

利的時代，自新冠病毒席捲全球以來，與疫情相關的虛假信息亦通過

我們賴以保持聯繫和知情的媒體渠道侵襲而來，衍生為一場「信息流行

病」（infodemics）（WHO, 2020）。新冠信息流行病挾裹著爆炸性增長的

恐懼、偏見、歧視標籤和虛假信息蔓延於線上與線下空間（WHO, 

2020）。虛假信息指未經確認是否具有誤導意圖的非事實性信息，包括

捏造的新聞、篡改或編造的視頻／圖片、未經核實的突發信息以及片面

的事實信息等（Koo et al., 2021; Zhou & Zafarani, 2020）。新冠虛假信息

涵蓋了疫情起源、病毒傳播途徑、預防感染的方法以及疫苗安全性等

多方面（Featherstone & Zhang, 2020; Sun et al., 2022）。在虛假信息充斥

媒介空間的情況下，理解其對個人產生的影響尤為重要。

當虛假信息與流行病一樣衍生自社會感染（social contagion）

（Kucharski, 2016），「個人」與「他者」的角色時刻嵌入於相互影響的連

結之中，比以往更加密不可分。第三人效果假設（the third-person effect 

hypothesis）同時考慮「個人」與「他者」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能夠為

理解虛假信息效果提供獨特的視角。根據第三人效果假設，個人傾向

於認為媒介訊息會對他人（第三人）產生較大影響，而會對自己產生較

小影響；而當面對虛假信息這類社會讚許性（social desirability）較低的

資訊時尤其如此（Davison, 1983; Sun, Pan, & Shen, 2008）。有鑑於此，

個人行為不僅是基於媒介訊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所產生的直接效

果，亦是基於「對他人影響的認知」所產生的間接效果（Davison, 1983; 

Perloff, 1999）。從這一視角出發，媒介訊息對其接觸者的勸服不再是其

產生效果的必要條件，即使媒介訊息（如虛假信息）未能勸服某一訊息

接觸者，但仍然可能通過「認知性影響」（perceived influence）產生效果，

這也解釋了部分態度與行為結果產生的原因（Gunther & Storey, 2003; 

Lo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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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試圖建立一個新冠虛假信息第三人效果的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以期從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視角增進對

新冠疫情期間個人信息處理方式的理解，並通過探討「對自己影響的認

知」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與態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以達到豐富第三

人效果研究的目標。本研究嘗試從虛假訊息接觸者的視角切入，一方

面旨在探討接觸新冠虛假信息後「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

認知」的產生機制，理解新冠知識水平和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在

這一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嘗試檢視「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與「對

他人影響的認知」分別對於反疫苗態度與對抗新冠虛假信息之行動有著

怎樣的影響。研究結果能夠豐富對於第三人效果研究中關於虛假信息

所產生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間的比較，亦能夠為理解新冠虛假信息

流行病提供重要視角，突出了新冠知識水平的重要性。 

文獻綜述

虛假信息與第三人效果

網絡媒體去中心化伴隨著虛假信息盛行，因此全球社會亟須了解

虛假信息的傳播機制與效果，以利於控制其傳播（Bode & Vraga, 2015; 

Koo et al., 2021）。除通過大數據從制度層面對虛假信息進行系統更

正，民眾亦可發起對抗並糾正虛假信息，而第三人效果為理解民眾以

行動對抗虛假信息的動機提供了重要角度（Koo et al., 2021）。第三人效

果聚焦個人對媒介效果的評估與看法—傾向認為媒介訊息對他人影

響較大，而對自己影響較小。這種對自己與他人媒介效果認知差異亦

稱「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它能影響個人態度與行

為（Davison, 1983; Perloff, 1999; Sun, Pan, & Shen, 2008）。認定個人能

將媒體對自我和他人影響的感知進行清晰區分，這是第三人效果的基

本假設。除了媒介信息的說服力，第三人效果將他人對媒介信息的反

應納入預期並因此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行為（Davison, 1983; Perloff,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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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這一解釋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重要

機制，個人為了維持和增強積極的自我形象，往往傾向於認為他人較

易為媒介信息所勸服，而自己較為不易受到媒介信息的影響（Perloff, 

1999; Zhao & Cai, 2008）。而在面對社會讚許性較低的信息例如暴力、

色情、假新聞等時尤為如此（Boyle, McLeod, & Rojas, 2008; Lo & Wei, 

2002; Zhao & Cai, 2008）。

具有明顯不良特徵的假新聞、誤導性信息及虛假信息的第三人效果

在近年來逐漸成為學界焦點（Baek, Kang, & Kim, 2019; Corbu et al., 

2020; Koo et al., 2021）。未經證實的新冠虛假信息作為一種社會讚許性

較低的信息，更易令個人傾向於高估這類信息對他人的影響並低估其對

自己的影響。多項研究發現，受訪者對不同類虛假信息存在第三人效

果認知，且關於虛假信息的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線上及線下的糾正性行為

有關（Koo et al., 2021; Rojas, 2010）。 在新冠疫情背景之下，Liu與
Huang（2020）研究顯示，受訪者認為新冠相關誤導性信息對他人影響大

於對自己影響，且當受訪者在社交網站上接觸到新冠相關誤導信息時，

其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最大。類似地，Yang與Tian（2021）研究發現，

人們傾向於認為新冠相關假新聞對他人影響較大，對自己影響較小。

據此，本研究提出受訪者在面對新冠虛假信息時存在第三人效果認知。

假設1： 個人傾向於認為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他人

的影響較大。

此外，作為第三人效果認知層面的兩大構成要素，「對自己影響的

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之間亦存在聯繫（Park, 2005）。根據「第

二人效果假說」（second-person perception），個人對媒介信息對自我及

他人的影響的評估之間存在聯繫，在面對媒介信息時，「對自己影響的

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可能同時增加（Baek, Kang, & Kim, 2019; 

Neuwirth & Frederick, 2002）。換言之，當個人認為媒介信息對自己產

生了一定的影響時，可能會更傾向於認為他人受到了該信息的影響。

而Wei、Liu與Liu（2019）也指出，當媒介信息涉及與個人相關的風險

時，個人主要會受到「對自己影響的認知」驅動。因此，當個人面對新

冠虛假信息時，會以信息「對自己的影響」作為基準點，再去衡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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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用於不同社會距離下的他者。相應地，本研究提出，個人關於

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正向預測其關於新冠虛假信息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假設2： 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正向預測「對他人

影響的認知」。

理解第三人效果認知層面：知識水平與負面情緒的角色 

過往的第三人效果及預設媒介影響研究大多關注「第三人效果認知

差距」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在不同語境中對態度與行為的影響（如
Gunther & Storey, 2003；Jang & Kim, 2018; Tewksbury, Moy, & Weis, 

2004），但通過「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無法準確衡量「對自己／他人影

響的認知均高」與「對自己／他人影響的認知均低」情況之間的差異（Wei, 

Lo, & Zhu, 2019）。比較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究竟如何預測行為的相關研究仍然有限。目前聚焦新冠疫情虛

假信息的第三人效果研究中，仍需更多探討涉及「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的影響因素、以及分析二者對態度與行為結果

的預測力。因此本文分別探討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和「對

他人影響的認知」以及二者如何預測態度及行為。

在第三人效果研究中，知識與情緒受到日漸廣泛的關注（如Ham & 

Nelson, 2016； Huh & Langteau, 2007; Wei, Lo, & Golan, 2017）。知識與

情緒分別涉及個人信息處理的理性與感性路徑，都能影響個人對外界

刺激的認知和行為回應（Mou & Lin, 2014）。從認知學習理論（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出發，知識作為儲存在腦海中的信息能夠隨時根據外界

刺激作出反應；而從評價傾向理論（appraisal tendency theory）來看，情

緒作為個人對刺激的情感性回應，能夠引發特定的認知評估，並進而

影響個人對外界刺激作出的認知和行為反應（Lerner & Keltner, 2000; 

Mou & Lin, 2014; Ormrod, 2008）。

客觀知識（objective knowledge）是精確儲存於個人記憶中的信 

息，而主觀知識水平則指個人對其自身知識水平的認知（subjective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43

知識水平、負面情緒與新冠虛假信息的第三人效果 

knowledge），不同類型的媒介資訊能對個人的客觀與主觀知識水平產

生不同影響（Ham & Nelson, 2016; Yang & Tian, 2021）。報紙與電視新

聞曾在部分情境中被證實能夠提升實際知識水平（Yang & Tian, 2021），

而虛假信息等有害信息卻扮演相反角色。一組學者對約旦居民進行新

冠知識調查發現，以醫師和科學期刊為主要信息來源的受訪者相較於

其他受訪者（例如以社交媒體等作為主要信息來源的受訪者）而言，比

較不會認同關於新冠的虛假信息，其中包括「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

「5G網絡傳播新冠病毒」及「新冠是一場神的考驗」；且研究結果顯示認

同上述新冠虛假信息的受訪者比其他受訪者具有更低的客觀新冠知識

水平（Sallam et al., 2020）。也就是說，接觸新冠虛假信息可能令人認同

及相信部分虛假信息，進而對客觀知識水平產生負面影響。

同時根據過往文獻，主觀及客觀知識水平能直接或間接預測「對自

己影響的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且既有研究多聚焦主觀知識水

平如何導致第三人效果認知，對於客觀知識水平的探討較為有限（Ham 

& Nelson, 2016）。Huh與Langteau（2007）研究發現，具有更高客觀知

識水平的專家比其他受訪者更傾向於認為媒介訊息會對他人產生更大

影響。學者們指出，從自我提升動機這一角度理解，當個人對特定議

題具有更多客觀知識，會更易令其認為自己擁有的知識能夠令自身更

妥善應對這類信息，因此傾向認為媒介訊息對他人影響較大、對自己

影響較小，且自我提升動機的解釋尤其適用於涉及偏頗信息或具有勸

服性信息的情境（Ham & Nelson, 2016; Huh & Langteau, 2007）。據此，

有更高客觀新冠知識水平的受訪者，更可能會認為自己能夠較好應對

新冠虛假信息，因此可能認為自己不太會受到新冠虛假信息的影響，

即客觀新冠知識水平能夠影響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同

時，這類具有更高知識水平的受訪者在日常瀏覽媒介信息時更易辨識

出新冠虛假信息，亦可能會因此憂慮此類虛假信息的盛行對他人所產

生的影響，即客觀新冠知識水平能夠影響新冠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的

認知」。

情緒在虛假信息傳播過程中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虛假信息

能帶來憤怒、恐懼等負面情緒（Featherstone & Zhang, 2020）。美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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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受訪者若接觸關於新冠疫苗的陰謀論虛假信息（例如政府與醫藥

企業欺騙民眾以獲取利益）就會出現更強烈的憤怒與恐懼（Featherstone 

& Zhang, 2020）。因此，當面對新冠虛假信息時，個人信息接觸越頻

繁，就越會產生負面情緒。與此同時，情緒也被發現能夠在認知層面

影響個人對媒介信息效果對他人影響的評估（Dillard & Nabi, 2006; Luo 

& Cheng, 2021; Wei, Lo, & Golan, 2017）。Wei、Lo與Golan（2017）證實

了對新聞報導的負面情緒能預測「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另一項研究也

發現，憤怒、焦慮等負面情緒能影響新冠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Luo & Cheng, 2021）。因此，本研究提出，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的

負面情緒越高，其對新冠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認知」的評估會越高。

第三人效果假說關注個人對媒介效果的評估，而相關研究指出，

這種媒介效果評估存在著顯著的自我／他人差異（Chapin, 2000）。這種

差異源自於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Perloff, 1999）。具體而

言，個人在評估媒介訊息對他人的影響時主要受到自尊的驅動，其次

才受到知識和認知性因素（cognitive factor）的驅動，而個人在評估媒介

訊息對自己的影響時則主要依據知識和認知性因素（Chapin, 2000）。鑒

於過往研究指出「負面情緒可以作為評估媒體信息影響的認知性機制」

（Wei, Lo, & Golan, 2017, p. 2969），那麼個人在評估媒介訊息對自己的

影響時也可能會由於負面情緒影響其認知狀態而受到影響。相應地，

本研究提出，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越高，其對新冠虛假

信息「對自己影響認知」的評估亦會越高。

此外，個人知識水平被證實能夠影響其情緒反應，但過往研究在

不同情境中發現，知識水平可能抑制或加強情緒反應（Dillard & Nabi, 

2006; Mou & Lin, 2014）。Dillard與Nabi（2006）提出在面對癌症類疾病

時，知道如何針對疾病採取適應性行為，可減少威脅及相應恐懼，因

此知識水平能減低負面情緒。但也有研究發現，知識水平可正向預測

出現負面情緒的程度：受訪者對食品安全議題的知識水平越高，其因

食品安全事故所產生的負面情緒程度越高（Mou & Lin, 2014）。本研究

認為，在接觸新冠虛假信息後，並非所有人都能即時辨認出自己接觸

到的信息屬於虛假信息；而當個人新冠知識水平較高時，在接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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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對虛假信息有較高辨識度，從而可能強化其對虛假信息相關的

恐懼、憤怒、焦慮等負面情緒。因此本研究提出，新冠知識水平能夠

正向預測受訪者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綜上所述，個人對新冠相關

虛假信息接觸能夠通過影響知識水平，進而通過負面情緒影響虛假信

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和「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假設3a： 個人對新冠相關虛假信息的接觸能夠通過知識水平，進

而通過負面情緒影響疫情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假設3b： 個人對新冠相關虛假信息的接觸能夠通過知識水平，進

而通過負面情緒影響疫情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預測反疫苗態度與限制虛假信息之行動：「對自己／他人影
響的認知」的中介作用

在公共衛生層面，疫苗被認為是減少危險傳染性疾病傳播的最重

要工具之一（Fridman, Gershon, & Gneezy, 2021; WHO, 2019）。世界衛

生組織指出，面對可通過疫苗預防的疾病，許多民眾仍不願或拒絕接

種疫苗—這種現象被定義為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而在新冠

疫情發生前，疫苗猶豫就已成為2019年十大全球健康威脅之一（WHO, 

2019）。許多公共衛生專家指出，民眾對新冠疫苗的態度相當重要

（Featherstone & Zhang, 2020; Luo et al., 2021; Ruiz & Bell, 2021）。虛假

信息能增加民眾對疫苗風險的看法，進而令其對疫苗產生更消極的態

度（Featherstone & Zhang, 2020）。反疫苗態度主要體現為不信任與擔憂

疫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等（Paul, Steptoe, & Fancourt, 2020）。

知識水平是預測疫苗態度的重要變項之一（Ruiz & Bell, 2021）。針

對美國民眾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對新冠疫苗的知識水平越低，其接種

新冠疫苗的傾向越低。而對不傾向接種新冠疫苗的受訪者而言，擔心

疫苗存在副作用、擔心自身對疫苗過敏以及認為疫苗無效是三項最主

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認為自身足夠健康故感染風險較低等（Ruiz & 

Bell, 2021）。相應地，如若個人新冠知識水平較低，代表其對於新冠易

感性；對病毒傳播途徑、致死率及疫苗相關信息較缺乏準確、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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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樣的人更容易產生反疫苗態度。換言之，個人新冠知識水平可

以負向預測反疫苗態度。

據前文所述，既有文獻指出知識水平能夠影響個人對媒介訊息效

果的評估（Dillard & Nabi, 2006; Luo & Cheng, 2021; Wei, Lo, & Golan, 

2017），即知識水平能夠預測「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和「對自己影響的認

知」。而個人對媒介訊息影響的認知能影響其自身對相關議題的態度

（Gunther & Storey, 2003; Kim, 2014; Lo et al., 2015）。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在不同情境中對個人

態度具有不同的預測力。Gunther與Storey（2003）研究了尼泊爾一檔關

於提升醫務工作者服務水準的廣播節目。受訪者認為這檔節目可對其

他人（醫務工作者）產生影響，而這種「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預測受訪

者對醫務工作者的態度。Lo等人（2015）則發現，台灣受訪者關於美國

進口牛肉議題的新聞「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顯著預測其對政府進口

美國牛肉政策的態度（Lo et al., 2015）。上述研究結果說明，在預測與

他人直接相關的議題之態度時（如對醫務工作者的態度），「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能有效預測其個人態度；在預測與自身直接相關議題之態度時

（如對進口牛肉政策的態度），「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有效預測其個人

態度。反疫苗態度與自身直接相關，但同時個人的疫苗態度也可能影

響接種比率進而影響其他人，因此「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與「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均可能影響個人的反疫苗態度。即在面對新冠虛假信息時，認

為虛假信息對自己／他人影響越大的受訪者，越可能認為自己及他人缺

乏準確且充分的信息對疫苗有效性及安全性進行判斷，因而導致其反

疫苗態度越高。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他人

影響的認知」是新冠知識水平與反疫苗態度之間的中介變項。

假設4a：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知識水平與反疫苗態度之

間的關係。

假設4b：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知識水平與反疫苗態度之

間的關係。

在新冠疫情中，對抗虛假信息的行動主要表現為通過發布、分享

正確信息以糾正虛假信息的負面影響。採取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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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到虛假訊息的傳播路徑及公共健康策略的成敗（Long et al., 2021）。

在第三人效果研究的行為層面， 此類糾正性行為是第三人效果研究長期

關注的焦點之一（Lim, 2017; Sun, Pan, & Shen, 2008）。在Rojas（2010）

的研究中，受訪者關於大眾媒介訊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和「對他人影

響的認知」的總和能夠顯著預測其採取糾正性行為的意願。類似地，另

一項研究發現，新聞「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促使個人採取糾正性行

為（Lo et al., 2015）。在目前研究語境中，風險社會（Beck, 1992）下全

球流行的新冠疫情使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因此，本研究認為，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均能顯著預測糾正虛假信

息負面影響的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

此外，對媒介訊息的情緒反應亦是媒介效果研究的長期焦點，負面

情緒被證實能夠影響媒介訊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Wei, Lo, & Golan, 

2017）。Wei、Lo與Golan（2017）的研究從情感功能理論（functional emotion 

theory）（Nabi, 1999 & 2003）出發，指出新聞「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中

介負面情緒與行為間關係。類似地，近期實證研究也發現，疫情相關錯

誤信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是焦慮、憤怒情緒與糾正性行為之間的中

介變項（Luo & Cheng, 2021）。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新冠虛假信息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新冠虛假信息帶來的負面情緒與對抗虛假

信息之行動間的關係。儘管過往研究較少探討負面情緒與「對自己影響

的認知」及行為意願之間的關係，但根據認知—功能模型（cognitive-

functional model），憤怒和恐懼等負面情緒能夠驅動對信息的關注以促

進更深層的信息處理（Nabi, 2002）。因此，疫情虛假信息帶來的負面情

緒可引發對相關訊息的深度思考，由此能預測其「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進而影響個人採取糾正性行為對抗虛假信息的傾向。綜上所述，本研究

提出，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他人影響的認知」是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

面情緒與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間的中介變項。

假設5a：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與

採取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間的關係。

假設5b：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與

採取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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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模型

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

作為城邦國家，新加坡是典型的「政府中心、自上而下取向」

（state-centred top-down approach），公權力對疫情信息實行全面管控，

並對散布虛假信息者採取強硬的行政與法律行動（Wong & Wu, 2021, 

pp. 11–12）。疫情初期，新加坡政府的有效管控一度贏得國際讚揚。直

到2020年4到8月，新冠病毒在居住環境擁擠的移民「客工」之間廣泛

傳播（Tandoc & Lee, 2022）。經過多輪「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感

染人數在一年多內維持低位。然而疫苗接種率超過八成以後，2021年9

月開始，新加坡第二次出現感染個案大幅飆升。與許多國家相似，新

加坡疫情爆發伴隨著虛假信息氾濫，內容涵蓋公共場所出現疑似病例

及防治新冠的家庭療法等，令許多新加坡民眾對社會秩序深感憂慮

（Long et al., 2021; Tandoc & Lee, 2022）。也有學者發現，基於個人效

能、人際關係與議題相關度評估的不同，新加坡民眾對新冠虛假信息

會採取不同行動（Tandoc, Lim, & Ling, 2020）。這都為研究虛假信息對

個人產生的媒介效果奠定基礎。因此，本研究立足新加坡，旨在更好

理解當地新冠虛假信息的效果及傳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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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方法及樣本構成

本研究對18歲及以上的新加坡市民進行了網絡問卷調查。調查委

託Dynata公司進行，按照新加坡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的年齡、性

別、教育程度分布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共回收1,025份有效問卷。問卷

為英文。前測問卷發放時間為2021年6月，正式問卷調查於2021年7

月至2021年8月進行。

受訪者年齡範圍為18至85歲，平均年齡為42.70歲（標準差=14.46）， 

其中51.12%的受訪者為男性，48.88%的受訪者為女性。在族裔方面，華

裔佔74.05%，馬來裔佔13.66%，印度裔佔7.61%，其他族裔佔4.68%。 

該人口學分布與新加坡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基本吻合（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21）。

研究變項

I. 新冠相關虛假信息接觸

參考Featherstone與Zhang（2020）的研究，本研究選取了一系列新

冠相關的虛假信息，並詢問受訪者通過網絡或社交媒體對下列虛假信

息的接觸頻度：（1）「蚊蟲可以傳播新冠病毒」；（2）「5G信號塔可以傳

播新冠病毒」；（3）「喝酒可以殺死新冠病毒」；（4）「非滅活類的新冠疫

苗會改變人類基因」；（5）「亞洲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上述五則新

冠相關虛假信息經由Blackdot選出。受訪者的回答從1分「從未」到4分

「經常」。受訪者上述題項得分的平均數構成其新冠相關虛假信息接觸

變項的得分（平均數=1.70，標準差=0.81，Cronbach’s Alpha=.90）。

II. 新冠相關知識水平

參照過往研究（Sallam et al., 2020），本研究請受訪者對於新冠相關

的知識性問題進行作答以衡量其知識水平，具體包括下列六項題目：

（1）「在抗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間，誰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2）「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大概是多少？」（3）「截至目前為止，下列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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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最接近全球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4）「為獲得最佳接種效果，

注射兩劑新冠疫苗最好間隔多久？」（5）「為保證新冠疫苗在全球的公

平分配，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了一個全球計劃鼓勵富國與窮國分享疫

苗。請問這個疫苗計劃的名字叫什麽？」（6）「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

的新冠病毒變異病毒命名方式，以下哪一個不是已經發現的新冠肺炎

變種病毒？」。每題答案中只有一個正確選項，受訪者在各題項中選擇

正確答案則計1分，否則計0分。受訪者在上述題項中的得分相加構成

新冠相關知識水平變項的得分，得分範圍為0至6分（平均數=2.31，標

準差=1.57）。 

III. 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

參考Wei、Lo與Golan（2017）的研究，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對下列四

項陳述的同意程度：（1）「我對新冠疫情虛假信息可能的後果感到擔

憂」；（2）「我對新冠疫情虛假信息可能的後果感到困擾」；（3）「我對新

冠疫情虛假信息可能的後果感到生氣」；（4）「我對新冠疫情虛假信息可

能的後果感到焦慮」（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受訪者上述

題項得分的平均數構成其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得分（平均數=3.80，

標準差=0.79，Cronbach’s Alpha=.86）。 

IV. 對自己負面影響的認知

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Lo et al., 2015），本研究詢問受訪者接觸新

冠相關虛假信息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自己：（1）「自己對疫情現狀的理

解」；（2）「自己對疫情發展的理解」；（3）「自己對新冠病毒的知識」（1=

「完全沒有影響」，5=「有非常大的影響」）。受訪者在上述題項得分的

平均數構成其對個人負面影響的認知得分（平均數=2.87，標準差
=1.07，Cronbach’s Alpha=.93）。

V. 對他人負面影響的認知

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Lo et al., 2015），本研究詢問受訪者接觸新

冠相關虛假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般民眾的下列方面：（1）「一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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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疫情現狀的理解」；（2）「一般民眾對疫情發展的理解」；（3）「一般

民眾對新冠病毒的知識」（1=「完全沒有影響」，5=「有非常大的影

響」）。上述題項得分的平均數構成受訪者對他人負面影響的認知得分

（平均數=3.31，標準差=0.86，Cronbach’s Alpha=.90）。

VI. 反疫苗態度 

反疫苗態度的測量是通過詢問受訪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有關

新冠疫苗的陳述：（1）「有關新冠疫苗有效的說法是騙人的」；（2）「有關

新冠疫苗有效性的數據是編造的」；（3）「有關新冠疫苗安全的說法是騙

人的」（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上述題項得分的平均數構

成受訪者在反疫苗態度變項上的得分（平均數=3.09，標準差=.92，
Cronbach’s Alpha=.82）。 

VII. 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

為測量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本研究詢問受訪者在接觸到新冠虛

假信息後採取以下行為的頻度：（1）「發布信息提醒他人有關新冠疫情

的虛假信息」；（2）「發布信息駁斥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信息」；（3）「發

布信息更正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信息」；（4）「發布信息分享對新冠疫情

虛假信息的批評」；（5）「核實有關新冠疫情的虛假信息」；（6）「分享世

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正確信息」；（7）「分享醫學專家提供的正確信息」；

（8）「分享查證後的正確信息」。受訪者的回答從1分「從未」到4分「經

常」。受訪者在上述題項得分的平均數構成其在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變

項上的得分（平均數=2.52，標準差=.77，Cronbach’s Alpha=.92）。

控制變項

本研究將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及族裔作為控制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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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假設驗證

研究假設1預測個人傾向於認為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的影響較小，

對他人的影響較大。為驗證這一假設，本研究進行了成對樣本 t檢驗

（paired-sample t-test）。檢驗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

影響的認知」與其「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存在顯著差異（t = –14.56, p < 

.001）。具體而言，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平均

數=3.31，標準差=0.86）高於「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平均數=2.87，標準

差=1.07）。假設1獲得支持。

研究假設2提出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正向預測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結果顯示（見表一模型四），受訪者關於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能夠顯著預測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β = .40, p < .001），認為

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越大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

越大。假設2獲得支持。

為驗證新冠相關虛假信息對於「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人影 

響的認知」之直接與間接效果，本研究進行了階層迴歸分析以及
PROCESS中介效應分析（mediation analysis）。在階層迴歸分析中，本

研究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及族裔納入控制變量。本研究假

設3a及假設3b預測個人對新冠相關虛假信息的接觸能夠通過知識水

平，進而通過負面情緒分別影響疫情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表一顯示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虛假信息接觸可

以顯著預測新冠相關知識水平，即受訪者越頻繁接觸虛假信息，其新

冠知識水平越低。新冠相關知識水平亦顯著預測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

息的負面情緒：新冠相關知識水平越高的受訪者，越會對新冠虛假信

息產生負面情緒。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能顯著預測「對自己影響的

認知」，受訪者對虛假信息負面情緒越高，越傾向認為虛假信息對自己

影響更大。同時，該負面情緒可顯著預測「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受訪

者負面情緒越高，越傾向於認為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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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預測知識水平、負面情緒、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型一

知識水平

β

模型二

負面情緒

β

模型三

對自己影響的

認知

β

模型四

對他人影響的

認知

β

第一階層

性別     –.15
***

 –.07
*

.02  .02

年齡       .20
***

  .03   –.18
***

–.08
*

教育程度       .15
***

–.01 .01  .03

收入       .11
***

    .10
**

    .13
***

     .14
***

種族（馬來裔）    –.16
**

  .05   .19
**

   .19
**

種族（華裔）  –.04 –.08 .06  .07

種族（印度裔）  –.07 –.03  .09
*

 .09

Adjusted R
2

  13.50%    2.20%  7.30%   4.70%

第二階層

新冠虛假信息接觸     –.18
***

  .06     .27
***

   .21
**

Adjusted R
2

    2.70%    0.30%  6.50%   3.80%

第三階層

知識水平    .07
*

  –.14
***

 .03

Adjusted R
2

   0.40%  1.60%   0.00%

第四階層

負面情緒 .27
***

    .44
***

Adjusted R
2

6.90% 18.80%

第五階層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40
***

Adjusted R
2

12.40%

Total adjusted R
2

  16.20%    2.90% 22.30% 39.40%

註：*
p < .05；**

 p < .01；***
 p < .001；N=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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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顯示了進一步PROCESS中介效應分析（Model 6）的結果，受

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的接觸能夠直接影響「對自己影響的認知」（B = 

.35, SE = .04, 95% CI = .28 – .43）。此外，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的接

觸會通過三條間接途徑對「對自己影響的認知」產生作用：（1）虛假信息

接觸通過影響知識水平進而作用於「對自己影響的認知」（B = .04, SE = 

.01, 95% CI = .02 – .06）；（2）虛假信息接觸通過影響負面情緒進而預測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B = .04, SE = .01, 95% CI = .01 – .06）；（3）虛假

信息接觸影響知識水平，進而通過負面情緒再對「自己影響的認知」產

生作用（B = –.01, SE = .01, 95% CI = –.01 – –.001）。95%置信區間均未

包含0，假設3a獲得支持。

表二　新冠虛假信息接觸與「對自己影響的認知」之關係的中介效應分析

中介變項：知識水平、負面情緒 B SE LLCI ULCI

直接效果
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35 .04   .28 .43

間接效果
虛假信息（–）→知識水平（–）→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04 .01   .02 .06

間接效果
虛假信息（+）→負面情緒（+）→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04 .01   .01 .06

間接效果
虛假信息（–）→知識水平（+）→負面情緒（+）→對自己影響
的認知

–.01 .01 –.01 –.001

註：B = unstandardized effect size. Bootstrap resamples = 5,000. N=1,025

表三呈現的中介分析（Model 6）結果亦顯示，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

息的接觸能夠直接影響「對他人影響的認知」（B = .22, SE = .03, 95% CI 

= .16 – .28）。且受訪者對新冠虛假信息的接觸會通過兩條間接途徑作

用於「對他人影響的認知」：（1）虛假信息接觸通過影響負面情緒進而預

測「對他人影響的認知」（B = .05, SE = .02, 95% CI = .02 – .08）；（2）虛

假信息接觸影響知識水平，進而通過負面情緒對「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產生作用（B = –.01, SE = .01, 95% CI = –.015 – –.002）。上述路徑的
95%置信區間均未包含0，假設3b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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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冠虛假信息接觸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之關係的中介效應分析

中介變項：知識水平、負面情緒   B SE  LLCI ULCI

直接效果
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22 .03   .16 .28

間接效果
虛假信息（–）→知識水平（+）→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01 .01 –.01 .01

間接效果
虛假信息（+）→負面情緒（+）→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05 .02   .02 .08

虛假信息（–）→知識水平（+）→負面情緒 (+)→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

–.01 .01   –.015 –.002

註：B = unstandardized effect size. Bootstrap resamples = 5,000. N=1,025

假設4a預測「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知識水平與反疫苗態度

之間的關係。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表明（見表一及表四），新冠相關知識

水平亦能負向預測反疫苗態度。同時新冠相關知識水平可以負向預測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而「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能正向預測反疫苗態

度，即新冠知識水平越高，反疫苗態度也越弱。此外，新冠知識水平

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認為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較小。同時，認為

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越小的受訪者，反疫苗態度越弱。

進一步的PROCESS中介效應分析（Model 4）結果顯示（見表五），

由新冠知識水平到反疫苗態度存在顯著的直接效果（B = –.07, SE = .02, 

95% CI = –.10 – –.04）。同時，由新冠知識水平通過「對自己影響的認

知」對反疫苗態度的間接效果亦達到統計顯著水平（B = –.05, SE = .01, 

95% CI = –.07 – –.03），95%置信區間未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成立。

換言之，受訪者新冠知識水平既能夠直接負向影響反疫苗態度，也能

夠通過「對自己影響的認知」產生間接負向影響。假設4a獲得支持。

假設4b預測「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中介知識水平與反疫苗態度

之間的關係。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表明（見表一及表四），新冠相關知識

水平亦能負向預測反疫苗態度，但新冠相關知識水平不能顯著預測「對

他人影響的認知」，「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亦無法顯著預測反疫苗態度。 

進一步PROCESS中介效應分析（Model 4）結果顯示（見表五），由

新冠知識水平到反疫苗態度存在顯著的直接效果（B = –.12, SE = .02, 

95% CI = –.15 – –.08）；但由新冠知識水平通過「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對

反疫苗態度的間接效果未達統計顯著水平（B = –.01, SE = .01, 95% 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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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01），95%置信區間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不成立。即受訪者的

新冠知識水平能夠直接負向影響反疫苗態度，但無法通過「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產生間接負向影響。假設4b未獲支持。

表四　預測反疫苗態度與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的階層迴歸分析

 模型一

反疫苗態度

β

模型二

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

β

第一階層  

性別 –.07
*

 –.08
*

年齡    –.13
***

–.05

教育程度  .03  .05

收入  .05      .14
***

種族（馬來裔）      .22
***

   .12*

種族（華裔）    .15
*

 .03

種族（印度裔）  .1
*

  .11
*

Adjusted R2    4.20%     .80%

第二階層
新冠虛假信息接觸      .30

***
.32

***

Adjusted R2    8.40% 9.40%

第三階層
知識水平       –.17***  .04

Adjusted R2    2.10%     .10%

第四階層
負面情緒      .15

***
    .43

***

Adjusted R2    2.00% 18.10%

第五階層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32

***
    .25

***

Adjusted R2    7.90%   4.80%

第六階層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01     .12

***

Adjusted R2      .01%     .80%

Total adjusted R2  24.60% 38.00%

註：*
 p < .05；**

 p < .01；***
 p < .001；N=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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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對知識水平與反疫苗態度之關係的中介效

應分析

中介變項：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B SE LLCI ULCI

直接效果
知識水平（–）→反疫苗態度

–.07 .02 –.10 –.04

間接效果
知識水平（–）→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反疫苗態度

–.05 .01 –.07 –.03

中介變項：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B SE LLCI ULCI

直接效果
知識水平（–）→反疫苗態度

–.12 .02 –.15 –.08

間接效果
知識水平（+）→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反疫苗態度

–.01 .01 –.01   .01

註：B = unstandardized effect size. Bootstrap resamples = 5,000. N=1,025

假設5a預測「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可中介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與

採取對抗虛假信息行動之間的關係。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表明（見表一及

表四），負面情緒能夠正向預測受訪者採取對抗行動的頻繁程度，同時

負面情緒能夠正向預測「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而「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能夠正向預測受訪者採取對抗行動的頻繁程度。 

進一步的PROCESS中介效應分析（Model 4）結果顯示（見表六），

由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到採取對抗新冠虛假信息的行動間存在

顯著的直接效果（B = .37, SE = .03, 95% CI = .32 – .42）；同時，負面情

緒到對抗行動之間亦存在顯著的間接效果（B = .09, SE = .01, 95% CI = 

.06 – .12），95%置信區間未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成立。也就是說，受

訪者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既能夠直接正向影響其採取對抗行動的頻

率，也能夠對採取對抗行動的頻率產生間接的正向影響。假設5a獲得

支持。

表六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與「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對負面情緒與對抗虛假信息的行動之關係

的中介效應分析

中介變項：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B SE LLCI ULCI

直接效果
負面情緒（+）→對抗虛假信息的行動

.37 .03 .32 .42

間接效果
負面情緒（+）→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對抗虛假信息
的行動

.09 .01 .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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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項：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B SE LLCI ULCI

直接效果
負面情緒（+）→對抗虛假信息的行動

.33 .03 .27 .39

間接效果
負面情緒（+）→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對抗虛假信息
的行動

.13 .02 .10 .16

註：B = unstandardized effect size. Bootstrap resamples = 5,000. N=591

假設5b預測「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可以中介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

與採取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之間的關係。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表明（表一

及表四），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能夠正向預測受訪者採取對抗虛假信

息行動的頻率，同時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能夠正向預測「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能夠正向預測受訪者採取對抗行動的

頻度。即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越強的受訪者，採取對抗行動的

頻度越高。此外，對新冠虛假信息負面情緒越強的受訪者，越傾向認

為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更大，且認為虛假信息對他人影響越大的受訪

者，其採取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的頻度越高。

進一步的PROCESS中介效應分析（Model 4）結果顯示（見表六），

由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到採取對抗新冠虛假信息的行動之間存

在顯著的直接效果（B = .33, SE = .03, 95% CI = .27 – .39）；同時，負面

情緒到採取對抗行動之間亦存在顯著的間接效果（B = .13, SE = .02, 

95% CI = .10 – .16），95%置信區間未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成立。也

就是說，負面情緒既能直接正向影響對抗行動的頻率，也能通過「對他

人影響的認知」產生間接的正向影響。假設5b獲得支持。

模型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研究模型，本研究使用AMOS24.0進行了結構方程

模型分析。結構模型適配度檢定結果顯示，χ2
 = 2225.66，df = 387， 

χ2
/df = 2.88，p < .001。鑒於較大的樣本量能夠導致卡方檢驗中p < .05，

上述結果符合可接受標準。同時，檢定結果顯示TLI=.95；CFI=.96；
RMSEA=.04。根據Hu與Bentler（1999）的標準，本研究的模型結構適

配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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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顯示了模型分析結果，新冠相關虛假信息接觸可以顯著預測

新冠相關知識水平（β = –.20, p < .001）、對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β = 

.13, p < .001）、「對自己影響的認知」（β = .27, p < .001）、「對他人影響

的認知」（β = .10, p < .001）及反疫苗態度（β = .23, p < .001）和對抗虛假

信息之行動（β = .38, p < .001）。

新冠相關知識水平能夠顯著預測對負面情緒（β = .15, p < .001）、「對

自己影響的認知」（β = –.24, p < .001）、「對他人影響的認知」（β = .07, p 

< .05）及反疫苗態度（β = –.14, p < .001）。對新冠虛假信息的負面情緒

能夠顯著預測「對自己影響的認知」（β = .32, p < .001）、「對他人影響的

認知」（β = .36, p < .001）及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β = .38, p < .001）。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的確可以顯著預測反疫苗態度（β = .36, p < 

.001）和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β = .13, p < .001）；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則可顯著預測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β = .14, p < .001），但對預測反疫

苗態度無顯著預測力（β = .01, p > .05）。上述結果為本研究的假設2、

假設3a、假設3b、假設4a、假設5a及假設5b提供了進一步支持。

圖二　預測反疫苗態度及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的結構方程模型

註：*
 p < .05； **

 p < .01；***
 p < .001；N=1,025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6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3期（2023）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檢驗了在新冠虛假信息背景下「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

人影響的認知」背後的作用因素，及二者對於態度和行為的效果，並探

討了知識水平與負面情緒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表明，個人對新冠

相關虛假信息的接觸能夠通過知識水平，進而通過負面情緒預測虛假

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同時，在比較「對

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對態度及行為的預測力方面，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是預測反疫苗態度和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的顯著

變項；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是預測對抗行動的顯著變項，但不是預

測反疫苗態度的顯著變項。換言之，個人的反疫苗態度主要受到「對自

己影響的認知」之影響，而個人採取對抗虛假信息行動的頻度同時受到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人影響的認知」之雙重作用。這樣的發現

表明，在新冠疫情的語境中，個人的自身態度主要基於媒介信息對自

己的影響；而個人的行為則可能由於同時受到利己與利他動機的驅

動，同時考慮媒介信息對自己及對他人的影響而作出抉擇。這樣的發

現也呼應了過往的研究（如Bernhard & Dohle，2014），即個人可能並不

會因為「對他人影響的認知」改變自身的態度，但卻可能出於利他動機

而因應「對他人影響的認知」而調整自己的行為。

本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新冠虛假信息接觸帶來的負面效果。虛假

信息接觸能夠導致反疫苗態度的提升：一方面，虛假信息接觸可降低

個人知識水平，而知識水平越低，反疫苗態度越強；另一方面，虛假

信息接觸可直接和間接強化虛假信息「對自己影響的認知」，而自我評

估受到新冠虛假信息影響越大的受訪者，其反疫苗態度也越強。

本研究也發現，接觸到新冠虛假信息的受訪者會傾向於採取行動

對抗虛假信息。接觸虛假信息令人產生憤怒、焦慮等負面情緒，而這

種情緒令個人傾向於採取對抗行動。在此過程中，「對自己影響的認

知」及「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均扮演重要角色，兩種認知的提升均能使人

更頻繁參與對抗虛假信息的行動。這說明，受訪者採取對抗行動不僅

是為自己，亦是為他人。此研究結果呼應了過往文獻發現，民眾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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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對抗虛假信息目的是為糾正公共領域中潛在的偏見性內容（Koo et 

al., 2021; Rojas, 2010）。

上述發現為從信息流行病的角度理解新冠疫情提供了參考。第

一，人們對媒介訊息效果的評估在新冠虛假信息接觸與態度行為之間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二，減少新冠虛假信息接觸以及提升新冠知識

水平，都能有效減弱民眾的反疫苗態度。第三，新冠知識水平較高的

人在接觸虛假信息後，更容易對虛假信息產生的負面影響感到擔憂，

也更容易參與對抗虛假信息之行動。他們可為民眾自發修正公共空間

潛在偏見提供重要資源。

第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加坡受訪者中，年齡越低的受訪

者，新冠客觀知識水平越低且反疫苗態度越高。這可能與社交媒體環

境有利於虛假信息大規模傳播有關，而年輕人正是主要依賴社交媒體

獲取信息的（Chung & Kim, 2021）。Tandoc與Lee（2022）的質性研究發

現，部分新加坡青年受訪者表示相較於擔心自己，他們對於新冠虛假

信息對家中長輩的影響更為擔心。這顯示了部分新加坡青年可能低估

了新冠虛假信息對自己的影響，其新冠知識水平值得關注。另一方

面，政策制定者在致力從制度與技術層面減少新冠虛假信息的同時，

也應致力加強媒介素養教育、增加社交媒體渠道中的新冠知識宣傳，

進而提升民眾的新冠知識水平。

跳出新冠疫情語境，本研究豐富了對第三人效果理論的檢驗。首

先，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第三人效果認知對態度的影響方面，「對自己

影響的認知」能夠同時預測態度與行為，而「對他人影響的認知」僅對行

為具有預測力，這也呼應了過去的研究發現（Lo et al., 2015）。其次，

過往探討第三人效果認知與糾正性行為的研究大多檢驗受訪者採取行

為的意願而非實際行為（如Koo et al., 2021；Rojas, 2010; Sun, Pan & 

Shen, 2008），本研究檢驗了第三人效果認知對於受訪者實際採取對抗

行為頻度的影響。再次，在探討虛假信息接觸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層面

的關係時，本研究將實際知識水平及對虛假信息負面情緒的角色納入

了討論，豐富了對虛假信息接觸與第三人效果認知間關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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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局限方面，第一，本研究通過單次問卷調查進行數據收集，

屬於橫斷面設計（cross-sectional design），無法排除因果關係的替代性

解釋。未來研究可選用實驗法或進行縱向設計（longitudinal design）的

問卷調查，以進一步檢驗模型中的因果關係。第二，本研究以新加坡

市民作為調查對象，未來研究應在更多不同的社會中檢驗及比較本文

的理論模型。第三，本研究僅通過定量方法來分析新冠虛假信息接觸

對態度與行為的直接與間接效果，未來研究應結合定性研究以進一步

了解反疫苗態度與對抗虛假信息行為背後的原因。

僅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本研究比較了「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及「對他

人影響的認知」對態度與行為的預測力，從而豐富了第三人效果研究。

本文的研究發現能夠增進理解新冠虛假信息之媒介效果及其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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